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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与否一直有争议。基于转移概率矩阵和对一致

增长理论的解释，澄清了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质疑。在增长理论框架下，从技

术进步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机制和条件的研究表明，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根本上取决于后发国家依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增长

率，是否高于前沿国家的技术增长率。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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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

中国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的初步核算，２０１６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为５５４１２元人民币，换算美元为８８６６美
元，列世界第６９位。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迈向高
收入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遭遇瓶颈。１９６０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１０１个经济
体中，到２００８年只有１３个步入高收入行列，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来自资源型经济
体。① 成功越过中等收入的非资源型经济体非常有限，主要有日本、韩国、中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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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这样一种典型的特征化事实，使学术界产生了 “中等收
入陷阱”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许多其他相似经验研究的支持和认
同。①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紧迫性。《十三
五规划》更是将 “努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的目标明确列
入其中。②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被置于能否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乃是伪命题，质疑该问题对当
下中国发展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即使在认可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者中，对中
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原因、机制的解释也颇不相同。还有的学者和官员认为，中国有
相当大的概率 （如５０％）陷入或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争议引起的思想
混乱，显然会影响到贯彻落实国家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 “中国梦”而制定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如果 “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则中国从中等收入
向高收入的迈进乃是生产力增长内生的自然过程，无须进行体制深化改革、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战略调整。这意味着放弃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

在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经济增长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看到依增长理论对中
等收入陷阱之存在的学理论证。传统的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新增长
理论尽管把技术进步内生化，③ 但它们都是以经过漫长曲折的现代化过程、已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研究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不可能论证中等
收入陷阱的存在。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也许需要将目光转向发展经济学。

然而，发展经济学本身是一门亟待发展的经济学学科。发展经济学目前通常采
用经验分析方法，揭示一些重要的发展现象，如罗斯托的五阶段理论、刘易斯的二
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曲线等。这些研究通常零散而不成体系，现代经济学不可或
缺的方法 （如构建模型并进行数理分析等）未能被很好地用于研究发展问题。这使
得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对深层次原因和机制的分析，以及对增长从量变到质变
的度和相互关系的把握，因学术厚度不够难以进入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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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 “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
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揭示了物质
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势的根源”，“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
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
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
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① 列宁还提出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
著名论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
西。”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
和社会条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生产方式的运动。③ 这 “不是什么两个不同的实际
过程，而是一次按它的内容，另一次按它的形式去考察的同一个过程”。④ 因此，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同属性概念，不
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概念。在劳动的社会形式中，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制约劳动技
术条件发展的社会结构。⑤ 在同一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发展
的性质和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科技革命对社会发
展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写道：“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
引起 ‘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
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 ‘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⑥ 马克思还强调，

科学作为自觉利用自然力的力量，也是 “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只是由于占有
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
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
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⑦ 马克
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工大众、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决定
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⑧ 关于中国人民当家作
主建设社会主义历程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都存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其中适应的一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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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相关论述，与上述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他指出：“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说：‘在马

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对科技作

用的著名论断大家都很熟悉，就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 “十六世纪以来，

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

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③ 中

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提出以人民为主体，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新思想新

要求，是正在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
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④ “当今

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

领先机、赢得优势。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拼投资、拼资源、拼环

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 ‘微笑曲线’的底端摸
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

不会有根本出路。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虚胖不行。我们在国际上腰

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

提升。科技创新这件事，等待观望不得，亦步亦趋不行，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和劲头，快马加鞭予以推进。当然，科学发展是不可能一万年的事情朝

夕就办成的。”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认为，在生产力发

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完全可能，因未能及时改革生

产关系，而使得生产方式 （或发展模式）不合时宜所致。即面临习近平指出的 “从
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⑥ 的结构性障碍。

本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经验分析方法论证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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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并与否定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学术观点展开对话；进而在现有增长理论的
基础上，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技术进步函数，构建增长模型，对中等收入陷

阱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数理分析，得出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条件。以

此判定条件为基础，讨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文经三部分展开：（１）关

于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及其存在与否的对话； （２）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原因、

机制和条件；（３）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来自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① 该报告提出，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

水平，即为 “中等收入陷阱”。该研究只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性证据，对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原因和机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解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

（一）测度标准是相对收入还是绝对收入

首先是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定义的争议。有学者指出，如果将高收入国

家定义为人均ＧＤＰ超过某一定值，如１５２２０美元，则总体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均ＧＤＰ在理论上都可能具有上升趋势，或迟早会加入１５２２０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行

列，因此，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② 针对这一质疑，有学者提出用相

对收入，如一国人均ＧＤＰ占美国人均ＧＤＰ的比值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

中国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高于前沿高收入国家人均ＧＤＰ增长）并进入中
等收入阶段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其人均ＧＤＰ与前沿国家的差距之比再也不能

缩小。显然，如果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

阱则完全可能存在。仍有论者提出，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看，相对意义上的中等

收入陷阱也没有意义，理由还是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最后都会内生地自然

进入高收入行列。③ 显然，这样一种主张寄望于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在鼓
励发展中国家放弃实施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结果必然是固化存续几百年的世界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南北利益格局。这对于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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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尤其是不能接受的。

借助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ＰＷＴ）数据库，我们收集了１６７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年的人均ＧＤＰ资料，① 并按相对于美国人均 ＧＤＰ的比例，进行组别划分。

其中，高收入组别为人均ＧＤＰ大于美国人均 ＧＤＰ的６０％，中等收入组别为人
均ＧＤＰ在美国人均ＧＤＰ的１０％—６０％之间，低收入 （贫困）组别为人均 ＧＤＰ
小于美国人均ＧＤＰ的１０％。所有收入水平经购买力平价折算后，按２００５年的
美元衡量，② 构建以下相对人均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表１　相对人均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２０１０年

１９６０年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１９６０年加总

低收入 ４２ （７５．００％） １３ （２３．２１％） １ （１．７９％） ５６ （１００％）

中等收入 １７ （１８．８９％） ５９ （６５．５６％） １４ （１５．５６％） ９０ （１００％）

高收入 ０ （０％） ３ （１４．２９％） １８ （８５．７１％） ２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０年加总 ５９ （３５．３３％） ７５ （４４．９１％） ３３ （１９．７６％） １６７ （１００％）

　　　注：括号内百分比为转移概率。

表１显示，１９６０年低收入组别共有５６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４２个 （占

７５％）到２０１０年时仍然停留在低收入组别，只有１３个 （占２３．２１％）升入中等
收入行列，１个国家 （占１．７９％）即韩国越入了高收入行列。就中等收入组别而
言，１９６０年共有９０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１７个 （占１８．８９％）到２０１０年倒退至
低收入组别，５９个 （占６５．５６％）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行列，另外１４个 （占

１５．５６％）进入高收入行列。由此可见，经过５０年发展，只有１３个 （占２３．２１％）

低收入经济体成功进入中等收入组别；只有１４个 （占１５．５６％）中等收入经济体上
升至高收入组别，其中，相当部分依赖天然资源 （如石油）而致富。而５０年后继续
滞留在本收入组别的，则是大概率事件，收入自低至高分别为７５％、６５．５６％和

８５．７１％。

（二）回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质疑：基于转移概率矩阵

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研究，巴罗 （Ｒ．Ｊ．Ｂａｒｒｏ）和郭熙保、朱兰具代表性。

巴罗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一个谜。无论是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移，还是
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移，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们都要求转移中的经济体以高于前
沿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然而，“没有数据能够支持：在达到第一个转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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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第二个转移比第一个转移更困难。正因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
陷阱没有区别。”郭熙保、朱兰也以 “第二个转移不比第一个转移更困难”为由，否
认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①

仅仅以 “第二个转移不比第一个转移更困难”为理由否认中等收入陷阱的存
在，并不一定合理。真正能够判断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的标准，应该是这种转
移是否困难。即这种转移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小概率事件。由于低收入陷阱 （或贫
困陷阱）的存在于发展经济学已成公理，因此，即使第二个转移不比第一个转移
更困难，但只要两者区别不大，都是小概率事件，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中等收
入陷阱的存在。事实上由表１可知，在５０年内，从中等收入行列转移到高收入行
列的概率只有１５．５６％，明显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小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
转移概率２３．２１％，尽管陷在中等收入的概率６５．５６％，略小于陷在低收入的概率

７５％。

（三）回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质疑：基于一致增长理论

郭熙保、朱兰不仅用 “第二个转移不比第一个转移更困难”的经验数据，否认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还用加勒 （Ｏ．Ｇａｌｏｒ）和韦尔 （Ｄ．Ｎ．Ｗｅｉｌ）的一致 （统一）

增长理论，② 证明其在理论上不可能存在。一致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引入微观家庭
的生育决策，从而通过人口的增长和变化讨论经济增长现象，把经济发展阶段分
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模型的核心动态方程，一是
教育方程ｅｔ＋１＝ｅｔ （ｇｔ＋１），二是技术进步率方程ｇｔ＋１＝ｇｔ （ｅｔ，Ｌｔ）。其中，ｅｔ＋１为

ｔ＋１期的人均教育水平，ｇｔ＋１为ｔ＋１期的技术进步率，Ｌｔ为人口。其函数ｇ （·）

和ｅ（·）如图１所示。

按照图１，经济具有三个不动点 （０，ｇｌ）、（ｅｕ，ｇｕ）和 （ｅｈ，ｇｈ），其中的不动
点 （ｅｕ，ｇｕ）是不稳定的。因此，经济要么陷入 （０，ｇｌ）即所谓马尔萨斯陷阱，要
么进入 （ｅｈ，ｇｈ）即现代增长阶段。郭熙保、朱兰试图利用一些数据证明，图中的
（ｅｕ，ｇｕ）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以及 （ｅｈ，ｇｈ）就是高收入发达状态，而 （０，

ｇｌ）中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低收入陷阱。由于不动点 （ｅｕ，ｇｕ）是不稳定的，因此，

不可能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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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致增长理论下的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

　　　资料来源：郭熙保、朱兰：《“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

察》，《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加勒和韦尔的一致增长理论讨论的增长现象，涵盖人类社会延续不断的历史长
河。不仅论文引用的数据追溯至公元５００年，模型中也刻意没有引入资本这一经济
变量，而资本无疑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变量。事实上，作者在文末也不得不
承认，该文用于分析现代经济社会的增长不一定适合。其所谓的现代增长阶段 （ｅｈ，

ｇｈ）无非是指，经济增长进入了现代经济社会。而现代经济社会或文中的 （ｅｈ，

ｇｈ），显然既包括当代的高收入经济群体，也包括当代的中等收入经济群体等。相比
而言，索洛的增长理论无疑更适合于解释现代经济社会的增长现象。① 国内外一些
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在马尔萨斯类型的经济增长和索洛类型的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因而无法用一个统一模型描述人类社会漫长的增长和发展过
程。② 何况只考虑绝对量的一致增长理论，与郭熙保、朱兰用相对收入来检验转移
概率，存在着逻辑上的不自洽。

三、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机制和条件

（一）现有文献的研究

理论界不仅对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有争议，并且在认同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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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对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机制的解释也不同，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１）发展战略失误论。林毅夫等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参与国际

分工时，需充分考虑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产业结构，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① 反之，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往往会导致失败，拉美的教
训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这种观点在很长时期内得到广泛认可。然而，传统的国
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及发展经济学，在发展模式上只强调劳动密集或资本密集型，

忽略了知识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其实，后者才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前提条件。

（２）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缺陷论。相关学者认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是拉美
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② 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在巫统执政时期采取的歧视性政策，

限制华人投资，对长期经济缓慢增长负有重要责任；印尼的苏哈托家族长期垄断国
内主要的经济部门，裙带关系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③ 刘世锦、徐伟通过全
面总结拉美、南亚和中东欧转轨国家的经验，发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关键，

在于克服一定的制度障碍，他们称其为 “制度高墙”。④
（３）宏观经济管理不善论。拉美许多国家曾多次爆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可

能是造成经济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部分南亚国家也如此。一些学者强调，拉美国
家的宏观管理水平低下，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⑤ 然而与此形成对照，尽管韩国
也曾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了打击，但五年后却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４）收入分配差距论。几乎所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都十分关注收入分
配问题。蔡洪斌认为，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不利于弱势群体投资
于人力资本。⑥ 孙立平也认为，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增长。⑦

（５）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论。大野健一 （Ｋ．Ｏｈｎｏ）重点考察了东亚经济体的经
验，强调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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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１，

ｎｏ．５，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６９－１４０１．
Ｗ．Ｔ．Ｗｏｏ，“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ＳＳＲＮ，ｎｏ．１５３４４５４，

２００９．
刘世锦、徐伟：《“陷阱”还是 “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中国
经济时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９日。参见洪银兴：《以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
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谢亚轩等：《１９８０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历史启示》，《招商证券研究报告》２０１１年８月。
蔡洪斌：《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企业观察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 “转型陷阱”？》，《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的政策引导和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完成转变。① 马晓河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发展之后，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现有主导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

因为有更多的低收入国家开始参与国际竞争，而中国进入高附加值行业又面临多重

困难，从而出现在国际竞争中 “两头受挤压的情形”。②

（二）从技术进步的视角看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原因

尽管制度、政策、收入差距和宏观经济管理等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中的因素，

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才是推动一国经济长期

增长的关键力量。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制度、

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等，需体现为技术进步才能对经济产生持续影响。例如，能否

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激励，是衡量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

题，也需在 “蛋糕做大”的基础上，才易于 “分好蛋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知识和人力资本 （资源）的积累，从而为研发和创新提供

了可能。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尽管技术进步如此

重要，相关文献可谓车载斗量，但在对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研究中，对技术进步的

作用重视不够，缺乏深入分析，未能用规范的数学模型予以阐明。③

技术进步意味着节省单位产量的劳动投入，技术是可以传播和引进的。发展中

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粗放型投资和引进技术，吸纳剩余

劳动力，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乃至无需依赖自主研发。但进入

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不仅经济增长的动力日益依赖

技术进步，而且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垄断性更强，保密

措施更为严格，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日趋严重，进一步的技术进步须主要依靠

自主研发，制度和原创性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④

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的转变，

在人力、物力、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瓶颈期关口。例如与技术引进相比，自主研发

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包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大量的研发经费等。一般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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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ｈｎ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ＷＢ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９．
马晓河：《迈过 “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参见黄先海、宋学印：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 “追赶导向”
到 “竞争导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发投入每立项一百个，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可以申请专利；在十个申请专利的技术
中，大约只有一两个具有商业价值。① 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
乏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多次强调，技术从引进向自主研发和创新转型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及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紧迫性。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
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
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们要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
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② 他还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
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

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

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③ “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这些年来，重引进、轻消化的问题还大量存在，形成了
‘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当今世界科学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周
期越来越短。今天是先进技术，不久就可能不先进了。如果自主创新上不去，一味
靠技术引进，就难以摆脱跟着别人后面跑、受制于人的局面。而且，关键技术是买
不来的。”④ “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

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
傅的心理，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⑤

下文在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函数，论证上
述思想，并推导出陷入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判定条件。

（三）增长模型框架下的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简单的描述

考察某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可由如下标准增长模型描述：

　　Ｙｔ＝（ＡｔＬｔ）αＫ１－αｔ－１ （１）

　　Ｋｔ＝１－ｄ（ ）Ｋｔ－１＋Ｉｔ （２）

　　Ｉｔ＝ｓＹｔ （３）

　　Ｌｔ＝１＋ｎ（ ）Ｌｔ－１ （４）

其中，Ｙｔ为ｔ期的产出，Ａｔ为技术水平，Ｌｔ是劳动力供给，Ｋｔ－１为ｔ－１期的资
本存量，Ｉｔ为投资，ｄ为折旧率，ｓ为储蓄率，ｎ为劳动供给增长率。（１）式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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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３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编摘》，第２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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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２）式为资本积累公式；（３）式为投资的决定公式；（４）式为劳动供给公式。

这里，我们假定ｔ－１期的资本存量Ｋｔ－１按ｔ－１期的期末存量衡量，从而为下一期
（ｔ期）提供产能。公式 （１）— （４）是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与目前流行的新增
长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技术水平Ａｔ是外生给定的。

为了描述经济的增长过程，不妨先暂时假定技术水平Ａｔ为一常数Ａ，即技术水
平不变。将公式 （１）— （３）两边同除以Ｌｔ，得到：

　　ｙｔ＝
Ａα

（１＋ｎ）１－αｋ
１－α
ｔ－１ （５）

　　ｋｔ＝
１－ｄ
１＋ｎｋｔ－１＋ｉｔ

（６）

　　ｉｔ＝ｓｙｔ （７）

其中，ｙｔ≡Ｙｔ／Ｌｔ为人均产量，ｋｔ≡Ｋｔ／Ｌｔ为人均资本，ｉｔ≡Ｉｔ／Ｌｔ为人均投资。用
公式 （５）解释公式 （７）中的ｙｔ，并将其代入公式 （６），得到：

　　△ｋｔ＝δｋ１－αｔ－１－θｋｔ－１ （８）

其中，

　　△ｋｔ＝ｋｔ－ｋｔ－１，θ＝
ｄ＋ｎ
１＋ｎ＞０

，δ＝
ｓ　Ａα

（１＋ｎ）１－α
（９）

需要说明，根据 （５）式和 （９）式，公式 （８）中的δｋ１－αｔ－１实际上等于ｓ　ｙｔ。图

２分别给出曲线δｋ１－αｔ－１ （或ｓ　ｙｔ）和直线θｋｔ－１，两者之差为△ｋｔ。当两线相交时，

△ｋｔ＝０。显然，ｋｔ的不动点 （或均衡点）即图中的ｋ是收敛和稳定的。

图２　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过程

图２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如下启示。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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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为人均所拥有的资本 （机器、

设备等）ｋｔ较低，即图２中的ｋ０。至少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体现为人均资
本从ｋ０不断提高的过程。较低的人均资本 （如ｋ０）本身体现生产方式的劳动密集型，

因而人均产量ｙｔ的提高可以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趋资本密集化，即人均资本ｋｔ的不断
提高。现实中，人均资本的提高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
与投入日益增加的资本相结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
集向资本密集转化、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由图２可知，如果技术水平保持在Ａ，由资本密集所带动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
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即人均资本最后稳定在ｋ，而人均产量则稳定在ｙ，这意味着
经济增长滑入了某种陷阱。但上述分析以技术水平保持在Ａ为前提。现在假定技术
水平从Ａ提高到Ａ′。由公式 （９）可知，此时δ将上升。图３将δ表示为技术水平

Ａ或Ａ′的函数，当其从Ａ提高到Ａ′时，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定状态会相应提高
到ｋ′和ｙ′。即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将不断提高。这说明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均ＧＤＰ继续提高的关键。

图３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

为什么在中等收入阶段会出现经济相对停滞的陷阱？经济从低收入阶段 （如ｋ０）

向中等收入阶段 （如ｋ）发展时，增长动力充沛，大量投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

市资本结合，从而提高人均产量，这也离不开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但到了中等收
入阶段 （如ｋ），经济增长粗放型发展式微，增长动力减弱，与前沿国家差距的缩

短，使引进先进技术越来越困难，遭遇瓶颈。这尤其表现为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高
端提升的结构性障碍。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前期，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
对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竞争对手则是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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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手段必须主要依靠自主研发。而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需达到何种程度时，

才能使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

（四）陷入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条件

上述标准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讨论技术是如何进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传统
增长理论的最大修正在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无论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还是
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所讨论的都是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所涉及
的技术进步只能源于自主研发。因此，其技术进步函数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一部分来自于自主研发，另一部分来自于引进 （或模仿）

外国前沿技术。引进型技术进步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基于上
述思考，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函数写成如下形式：①

　　Ａｔ－Ａｔ－１＝
θｆ 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 ］＋θａＡｔ－１，如果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０

　θａＡｔ－１，否则
烅
烄

烆
（１０）

其中，Ａｆ，ｔ为ｔ期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按照 （１０）式，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

Ａｔ－Ａｔ－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引进，其值为θｆ 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 ］，θｆ表
示引进参数，ε∈ （０，１）可理解为技术封锁率；另一部分来自自主研发，其值为

θａＡｔ－１，参数θａ可理解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研发而产生的技术进步 （或增长）率。
（１０）式表明，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与前沿技术差距较大时 （即Ａｆ，ｔ－１ １－ε（ ）＞
Ａｔ－１），引进技术成为可能，否则技术进步需靠自主研发。② 当然，无论是引进参数

θｆ还是研发参数θａ，其大小都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积累。

对于前沿国家，我们假定其技术进步按照参数ｘｆ的速度稳定增长：

　　Ａｆ，ｔ＝ （１＋ｘｆ）Ａｆ，ｔ－１ （１１）

由公式 （１０）和 （１１），可以得到发展中国家稳定状态下技术进步 （增长）率的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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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技术进步函数参见：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Ｐ．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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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１１，ｎｏ．２，

２００６，ｐｐ．９７－１２７；Ｊ．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ａｎｄ　Ｍ．Ｍ．Ｓｐｉｅｇｅ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ｐ．１４３－１７３．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表述还有一定的缺陷。一般认为，技术差距应介于一个合理的
区间，技术差距过大 （例如，如果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极低），则不利于技术吸收。因
此，公式 （１０）中更合理的条件假设应该是η＞Ａｆ，ｔ－１ １－ε（ ）－Ａｔ－１＞０。当然，我们此
后的分析并没有考虑Ａｆ，ｔ－１ １－ε（ ）－Ａｔ－１≥η的情况。事实上，如果出现此种情况，该
国一般不会有技术进步，从而也不可能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



【命题１】令ｘｔ为本国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即ｘｔ≡ （Ａｔ－Ａｔ－１）／

Ａｔ－１；ｘ为ｘｔ的稳定状态，即当ｔ→＋!时，ｘｔ→ｘ。由公式 （１０）和 （１１）得到：

　　ｘ＝
ｘｆ，如果θａ≤ｘｆ

θａ，否则
烅
烄

烆
（１２）

该命题严格的数理证明见附录，这里只做直观意义上的通俗解释。

首先，当θａ＞ｘｆ时，即使不靠技术引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率ｘｔ也将高于前沿国家
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到了一定阶段，本国的技术水平将超过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

此时引进技术就为零。事实上，当本国的技术水平大于 （或等于）前沿国家技术水

平的某一比例，即Ａｔ－１＞Ａｆ，ｔ－１１－ε（ ）时，就不会有技术引进了。而当技术引进为零

时，本国的技术进步率将等于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即ｘ＝θａ。

现在考察θａ≤ｘｆ的情况。当本国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小于 （或等于）前沿国

家的技术进步率时，本国的技术进步率ｘｔ不可能长期超过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ｘｆ。

因为长期超过该值必然意味着，本国的技术水平将高于前沿国家，从而使引进技术

为０，届时本国的技术进步率ｘｔ将回到θａ，即ｘｔ下跌。与此同时，本国的技术进步率

ｘｔ也不可能长期小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ｘｆ。因为长期小于该值必然意味着，本
国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引进技术就会越来越多，使

ｘｔ提高。因此长期均衡的结果 （或在稳定状态下），本国的技术进步率只能等于前沿

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即ｘ＝ｘｆ。具体地，当θａ≤ｘｆ时，均衡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技术进

步共存：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为θａ，引进型的技术进步率为ｘｆ－θａ。

仅从表面上看，命题１并没有让人感觉到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即使发
展中国家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比不上前沿国家，长期均衡的结果却是两者的技术
进步率相同。但这样的均衡恰恰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增长率
相同并非意味着水平相同，而只是水平之比的固化，即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领
先于发展中国家。按照增长理论，在稳定状态下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
率，因此，这一固化意味着人均ＧＤＰ水平之比的固化，从而发达国家的人均ＧＤＰ
水平永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发达永远发达，落后永远落后。由此我们论证了发
展中国家依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率θａ，是否小于 （或大于）发达国家的技

术进步率ｘｆ，是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陷入 （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四、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不足，

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从而形成习近平所说的 “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这在模型中具体体现为，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小于或等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
步率，即θａ≤ｘｆ。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极尽所能地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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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即θａ＞ｘｆ。下面讨论实现θａ＞ｘｆ的条件和机制

所需要的制度保障，特别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的作用。

（一）国家创新体系

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似乎对这些问题已经作出了解答，因为其模型特征就是将

θａ内生化。θａ取决于一国的研发投入，包括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等，一定数量的研

发投入通过某种概率必然带来一定的技术进步，即所谓Ａｔ的提高。这样解答显然将

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留下巨大的黑箱，无法洞察研发如何启动，如何通过各种传导

机制形成技术进步，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等重大问题。例如，苏联的研发投入曾占

ＧＤＰ的４％以上，远远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但其中的７０％用于军事，而其技术
（知识）传播的军转民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因而未给经济带来高

增长。① 因此，舍象了制度因素的纯函数分析，无助于认识和把握技术进步的本质，

以及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网络环境建设等技术生态环境的匹配。②

研发投入 （包括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等）本身还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研发投

入的成果往往体现为各种论文、专著、设计和专利等的知识存量 （所谓知识资本）。

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技术创新。熊彼特指出，如果没有创新，知识将一

无是处。③ 人们往往以为，技术创新会自然地发生在 “硅谷的车库”。罗默 （Ｐ．Ｍ．

Ｒｏｍｅｒ）使用一个完全竞争的拍卖市场，使所有的知识一旦被发明后就能被出售和

使用。④ 这显然忽略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阶段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历史

上任何经典的、有意义的创新，实际上都源自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建的国

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公共和私营机构形成的网络。该网络体系中，人们相互作用

的交流活动及其形成的机构机制，使得新技术的研发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最后

通过商业化形成真正的物质生产力。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强调，技术和信息在人、企

业和机构间的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 （个人、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等）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政策制定者一旦认

·６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Ｃ．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２，ｎｏ．１，１９９５，ｐｐ．５－２４．
Ｒ．Ｒ．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Ｇ．Ｗｉｎｔｅｒ，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ｐ．８８．
Ｐ．Ｍ．Ｒｏｍｅｒ，“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知国家创新体系，便能找到推动体系运转的杠杆支点，提高创新绩效和整体竞争
力。① 阿特金森 （Ｒ．Ｄ．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将国家创新体系归纳为三个方面：商业环境、规
制环境和创新环境 （见表２）。② 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是三者集成发展的过程。

表２　国家创新体系

商业环境 规制环境 创新环境

企业制度

管理者天赋、时间维度、风险偏
好、信息化程度等
金融体系

风投基金、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和商业银行体系等

文化因素

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如是否愿意尝
新等）、冒险精神、对科学的姿态
和尊重、合作习惯和时间维度等

规制体制

对垄断的容忍、行业的壁垒、设
立公司的难易程度、规制的形式
和作用、法律的透明度等
税收、贸易和政策
宏观经济环境、税收政策、贸易
政策、专利保护政策和商业标准
化政策等

研发体系

大学研发体制、科研机构和国家实
验室的研发体制、对企业研发的支
持等

知识的流动体系

技术转移系统、创新园区 （或集
群）、产学研协作系统、技术的应用
和传播系统等

人力资本体系

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技术和技
能培训、移民政策等

其中，商业环境中的企业制度决定企业行为，并通过管理者天赋、企业决策所
考量的时间维度、企业风险偏好和企业依赖的信息化程度等，反映企业行为的异质
性。例如，时间维度对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不可能进行创新。

企业决策时所考量的时间维度和冒险精神等，也受体制文化的影响。金融体系 （特
别是风投基金等）在创新体系中有重大作用。没有风投基金的支持，许多 “硅谷车
库”中的创新不可能产生奇迹。股票市场能否有效地促使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也
是技术创新过程中商业化的重要一环。

规制环境对垄断和行业进出壁垒的容忍，将严重阻碍企业创新，获得垄断保护
的企业会失去创新激励。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减免税收，以及对专利保护
政策的调整等，会促进和鼓励创新。例如，美国企业史研究普遍认为，美国１９８０年
出台的 《拜杜法案》是推动研发技术商业化的一个关键举措，它容许国家资助的项
目研发者 （大学和中小企业等）拥有研发技术的专利权。创新意味着现有产业技术
的贬值，因此 “创造性毁灭”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碍，使美国的许多创新项
目胎死腹中。例如，美国水泥业因担心住房技术的创新可能减少水泥需求，通过游
说国会阻止了行政部门提出的 《民用工业技术计划》。③

就创新环境而言，旨在生产和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人力资源体系和研发
体系，是国家创新的源泉。知识流动体系则反映知识在不同的人、机构和企业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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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ＯＥＣ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
Ｒ．Ｄ．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４．
参见Ｒ．Ｄ．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流转、扩散、融合和发展，以及最后向商业化转移的流畅程度等。

（二）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关于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具体作用，经济学家的争论颇为激烈。西方主流

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作用仅在于维护创新所需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制定有利于创

新的规制准则，当好守夜人。除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承担必要的

教育投入之外，政府不应主动参与创新活动，后者由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进

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提出，企业家远比政府懂得更多，更了解市场，政府不仅无

能，还有可能借参与经济活动行贪污腐败之实，主张去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然

而，没有政府积极主动参与的国家创新体系能否具有活力，能否形成真正的万众创

新，对实行追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实现其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大于

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率？

创新可分为是否具备 “颠覆性技术”的经典创新和非经典创新。“经典创新是天

赐礼物，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事件，是采用之前从未被使用过的方法来创造新的产品

并获得价值的一种行为。”① 经典创新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驱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增长。大量的经典创新主要出现在工业革命时期，包括近期的计算机、人工智

能和互联网等。非经典创新通常表现为对已有产品的更新、升级和换代，通常由一

些已经建立起一定市场地位的成熟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往往经吸纳小微企业的创

造而发展完成，多体现为产品的更新。

许多成熟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每年会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

积累大量的企业专用技术 （或知识）。对于这些技术 （具体体现为一些设计、图纸

和软件等），企业也许并不立即将其投入生产 （即创新），甚至有可能不申请专利，

而只是对其进行严格的保密和保护。正是此种技术储备能确保企业在行业中长期

保持技术领先。一旦投入市场的商品出现过时，或竞争对手推出升级产品，企业

会将技术储备中的新技术投入使用，以争夺市场。非经典创新的风险相对较低，

可由企业自行控制，商业化过程也较为简单，一般情况下无需政府和风险资本的

介入和支持。尽管这种技术的积累及创新过程，能确保企业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之不被竞争对手超越，但却不能创造新的市场、开拓新的领域、创造新的生产

及生活方式，难以助推和驱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可能因遭遇经典创新浪

潮的冲击而被摧毁。

作为科学物化为生产力之技术进步的质变，经典创新则全然不同。它用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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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转引自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参见 《诺奖得主：
中国无经典创新，中等收入陷阱无可避免》，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ｎ４２４４２６５３６．ｓｈｔｍｌ．



方法创造全新的产品，带动起一系列相关部门的连锁变革和震荡，风险很大。经典
创新从最初的设想和种子阶段到最后的商业化，其长久过程由不同阶段组成，每个
阶段都存在失败的风险，越是前期，失败的概率越大 （见表３）。

表３　投资进入的不同阶段创新失败的概率

投资进入的各个阶段 失败的概率 （风险）

种子 （设想）阶段 ６６．２％

启动阶段 ５３．０％

第二阶段 ３３．７％

第三阶段 ２０．１％

前商业化阶段 ２０．９％

　　　资料来源：Ｙ．Ｐｉｅｒｒａｋｉｓ，“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ｔｃｏｍ　Ｃｒａｓｈ，”ＮＥＳ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０．

表３显示，在设想和种子阶段，失败的概率高达６６．２％，即使到了相对成熟的
前商业化阶段，仍有２０．９％的失败概率。即便不计商业化的风险，一个创新项目从
最初投资的设想阶段到商业化之前，其存活的概率仅为：

　　１－０．６６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３３７（ ）１－０．２０１（ ）１－０．２０９（ ）＝６．６６％
显然，如果进一步考虑商业化的风险，其存活的概率将更小。有人会说，在发

达和完善的金融体制下，风险资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事实是，风险资本从来不会
进入创新研发的前期阶段，它们进入的最早阶段是表３中的前商业化阶段。图４中
给出了风险投资的进入阶段。

图４　风险资本进入阶段

　　　资料来源：Ｓ．Ｇｈｏｓｈ　ａｎｄ　Ｒ．Ｎａｎｄ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正是由于创新活动前期所具有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私人资本 （如风险投

资等）基本不可能介入创新的前期阶段，来自于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资金，才是创

新前期的主要投入。穿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遮蔽，立现政府在经典创新活动中的

主导作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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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ＤＡＲＰＡ）为例。在１９５７年苏联发射 “斯普特尼克１号”卫星的
刺激下，该局于１９５８年成立，宗旨是 “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
想不到的超越”。ＤＡＲＰＡ每年获得美国政府财政拨款３０多亿美元，工作人员约２４０
人，分为局长、业务处长和项目官员三层。其中，项目官员约１００多名 （其余多为
后勤保障人员），都是从学术界或产业界 “借调”来的各学科一流专家和学者，３—５
年为一个聘期。他们不进入公务员系列，故在ＤＡＲＰＡ内部不存在一般政府机构普
遍存在的等级森严制度。项目官员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识别和资助本人所熟悉领域
内的相关技术项目。他只需说服两个人：自己所在的业务处处长和ＤＡＲＰＡ局长。

项目官员负责在国家创新体系范围内构建研发团体、协调研发事项、分配研发经费，

在项目接近成熟时，寻找风险资本，甚至为使研发成果商业化，建议相关规制、政
策和规则的调整等。例如，在美国的大学设立计算机系等就是由 ＤＡＲＰＡ提出。

ＤＡＲＰＡ造就了一大批前赴后继的项目官员，其超前的探索理念在开始阶段有时被
认为是 “疯狂”的。秉持前期研发的超前理念，美国的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操作
系统ＵＮＩＸ、互联网、基因序列、激光器、全球定位系统等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
可以追溯到ＤＡＲＰＡ资助项目，被誉为 “企业型国家”，成为经典创新活动的主要推
手。① 在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像ＤＡＲＰＡ这样的政府机构绝非个案。它们率先
识别和制定超前 （１０—２０年）的创新愿景；投资于最早期高成本的研发阶段 （此时
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部门不会进入）；协调和组建研发团队，提出规制体系下的规则
调整 （如推动 《拜杜法案》），寻找风险投资，创建创新企业，帮助创新企业上市
等。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把市场原教旨主义当作 “普世价值”输出的原产地，为什
么千遮百掩本国真实的技术创新史？

政府的创新项目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失败可能更常见，因为政府所投资的通
常是经典创新项目的前期研发，那些最具不确定性的项目 （见图４和表３）。在私
人部门的风险投资根本不可能进入的这些领域，政府的积极作为反倒最易成为公
众舆论大声挑剔的对象。对于政府成功的创新项目，公众舆论或因不知情而未予
关注，其后期的商业化通常由私人风险投资接手，通过ＩＰＯ上市，于是经典创新
项目的荣耀通常由私人部门获得。更为重要的是，私人风险投资项目的失败，通
常可以从成功的其他投资中获得补偿，但政府风险投资项目成功后，却很少从收
益中设立基金，弥补那些失败的项目。这意味着从功利来看，政府主导的创新活
动总体是亏损的。主流经济学中的经典规律 “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在经典创新领
域完全失效。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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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极尽所能地进行自主研发和创新，使自主研发

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研发投入量，更取决于国家创新

体系的构建和兴衰。高效、实力雄厚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必备条件。下面就来分析它的现状和前景。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实力并不弱。企

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 （包括人力资源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是一国创新的财力来源。

中国是世界上研发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了

３２．５７倍，而美国只增加了２．２９倍；同期中国的研发经费年均增长率高达２４．３％；

大大高于同期美国５．３２％的年均增长率。① 再据 《日本经济新闻》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
日报道：“在研究经费方面，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合计投入５万亿日元 （约

３０００亿人民币）左右，但到２０１４年迅速扩大到了３８万亿日元 （约２．３５万亿人民

币）。相当于一直徘徊在１８万亿—１９万亿日元左右的日本的２倍，紧追美国的４６
万亿日元。”② 而美国方面的研究称，２０００年中国的研发投入仅为美国的１２％，

２０１５年已增至美国的７５％，预计到２０２２年将超过美国。③ 作为大国，中国的人力

资源和人口优势无疑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最为主要的优势。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警

示，中国每年有人数６—８倍于美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④ 据统计，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全球研发人员年均增长率为３．７％，而我国研发人员同期年均增长率达１３．５％，

为全球最高。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２５．３％，高于美国的１７％。⑤ 习近

平说得好：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

动。”⑥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一个智力资源大国，我国十三多亿大脑中

蕴藏的智慧资源是最可宝贵的。”“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

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

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

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⑦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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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ｄｉ．
《全球科研进入中美两强时代》，《参考消息》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第７版。
《中国挑战美在科学界主导地位》，《参考消息》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７日，第８版。
参见 《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每年毕业的科学家工程师是美国６到８倍　创新仍不行》，

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０５３１／０６／１０７５８３２７＿３８２４３６１３７．ｓｈｔｍｌ．
陈劲：《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第１１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第１１７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有效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配置的优势，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
了根本保障。”① 中国的市场经济为参与市场的中国企业 （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

提供了激励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商业环境，涌现了华为、中兴和腾讯等许多具有创新
活力和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对那些不进行自主研发和
创新，只靠引进技术的企业进行了惩罚———没有自主研发和创新，产能过剩终将降
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仅淘汰了无数亏损的民营企业，也对这样的国有企业造成了
极大压力，迫使它们重组、整顿甚至破产。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较快，创建了
新三板，为科技性创新企业的融资和股权交易提供了便利，风险投资也发展快速
（见表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及高效的政
府执政能力等，使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科技重大工程的新跨越。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从
“天眼”探空到 “蛟龙”探海，从量子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近
五年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迈向体系化，投入运行和在建设施总量达４０个，

总体技术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②

表４　中美风险投资比较

年份 中国风险投资总额 （亿美元） 美国风险投资总额 （亿美元）

２０１３　 ４５　 ４４８

２０１４　 １５０　 ６８９

２０１５　 ３７０　 ７９３

２０１６　 ３１０　 ６９１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伦敦咨询机构Ｐｒｅｑｉｎ，２０１７Ｐｒｅｑ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美国的数据来源于Ｐｉｔｃｈ　Ｂｏｏｋ－ＮＶＣＡ，ｈｔｔｐ：／／ｎｖｃａ．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

中国近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
据。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强调，中国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

习近平在会见２１世纪理事会外方代表时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③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习近
平在出席ＡＰＥＣ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
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
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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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

ｋｊｚｃ／ｇｊｋｊｚｃｚｈ／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１３０５３１．ｈｔｍ．
《科技重大工程实现新跨越》，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０４２６１９．ｈｔｍ．
《习近平：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３／１１－０３／５４５６６２５．ｓｈｔｍｌ．



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①

据相关计量检验，② 中国近期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θａ为４％以上，远高于美国
的约２％。尽管如此，中国的技术水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落后于美国，４％
左右的自主研发技术进步率不宜简单外推。在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制度和大国优势
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方面仍然存在诸多
不足。

第一，中国培养的人力资源平均质量低于美国。中国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
和科研的投入，更需要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提
供一种宽松、公正和自由的创新生态环境，超前谋划，鼓励科研人员瞄准世界前沿，

沉下心来搞 “非对称性”的突破性研究，中国应鼓励理工科类院校采取更加灵活的
办学体制 （如西湖高等研究院这样的民办教研机构）。

第二，阻碍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制度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

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中国规制环境的一大特征是对垄断 （特别是来自国有企业的
垄断）容忍度较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部任命制度又决定了其过分地追求短期利
益，忽视长远利益。③ 国有企业亟待建立有效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激励机制，增加研
发投入，以便与其作为自主研发和创新的中坚地位相匹配。

第三，在体制文化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
的尊重远远不够。这首先体现在大学高度行政化的教研管理体制，不利于科学思
想的自由发展和交流。中国职务发明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属本单位所有，而在英美的法系条
件之下 （包括现代的日本），职务发明 （又称雇员发明）的权属原则上可归发
明人。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最亟待改进的应是政府行为。政府积极有为的企业
家精神是经典创新的直接推手和催化剂。目前各级政府的企业家行为，集中在具
有相对明确发展前景和风险相对较小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等方面。需要
改革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增加投入、明确规划和科学管理，使政府对具有
巨大风险的经典创新承担其应担当的更大责任。中国科技军转民机制的梗阻，使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传播和应用放大效应不流畅。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生
的乱作为和腐败现象，成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绊脚石。应总结推广我国重
大科技项目经典创新的成功经验，并借鉴美国国防部的ＤＡＲＰＡ机制，让非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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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 “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ｎ／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ｃ１００４－２６００４３２０．ｈｔｍｌ．
参见龚刚：《当代中国经济》（第２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参见龚刚：《国企改革重在健全激励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第

４版。



员系列的专家学者主持创新项目及其研发经费，并在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方面参考
《拜杜法案》。政府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至关重要，要宽容经典创新中的
“政府失灵”，尽管政府必须从失败中不断汲取教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难
题也许在于，解决这方面的 “政府陷阱”问题。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在创新活
动中具有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性保障，在
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
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
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当务之急是要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
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
‘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
碍”，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要着力营造良
好政策环境，“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
的支持力度。”①

通过深化改革，中国一定能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际
排名从２０１６年的２５位升至２２位，成为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新差距不断缩小
的中等收入国家，首次成功跻身前２５名集团全球创新领导者的行列。全球创新指
数通过８１项指标分为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
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７大类，对全球１２７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可衡
量成果进行评估，自２００７年起每年发布，成为测度创新的首要基准工具，为全球
的企业高管、政策制定者等所使用。在７大类指标中，除市场成熟度和商业成熟
度两项外，中国在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
出五大类均有所提升。② 这有力地表明，中国排名上升正是国家创新体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中国正朝着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制定的 “三步走”

战略目标稳步前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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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日，第１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２０１７年全球创新指数出炉　中国排名上升３位》，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６１８／ｃ１００７－２９３４６３８０．ｈｔｍｌ．
这三步为：（１）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２）２０３０年发展驱动力实现
根本转换；（３）２０５０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附录：命题１的证明
令ｘｔ≡ （Ａｔ－Ａｔ－１）／Ａｔ－１，ｈｔ≡Ａｆ，ｔ／Ａｔ。其中，ｘｔ为本国 （发展中国家）技术

进步 （或增长）率；ｈｔ为前沿国家技术与本国技术水平之比。显然，正文 （１０）式
中的条件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０，等同于ｈｔ－１＞１／ （１－ε）。于是，当ｈｔ－１＞１／ （１－

ε）得到满足时，由正文公式 （１０）和 （１１）可得：

　　ｈｔ＝
（１＋ｘｆ）Ａｆ，ｔ－１

θｆ ［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θａＡｔ－１＋Ａｔ－１

　　 ＝
（１＋ｘｆ）ｈｔ－１

θｆ１－ε（ ）ｈｔ－１＋（１＋θａ－θｆ）

同理，由 （１０）式可得：

　　ｘｔ＝
θｆ ［Ａｆ，ｔ－１１－ε（ ）－Ａｔ－１］＋θａＡｔ－１

Ａｔ－１
　　 ＝θｆ１－ε（ ）ｈｔ－１－θｆ＋θａ
其他情况下，由公式 （１０）和 （１１）可知：

　　ｈｔ＝
１＋ｘｆ
１＋θａ

ｈｔ－１，ｘｔ＝θａ

由此，模型 （１０）和 （１１）的集约形式可表示为：

　　ｈｔ＝

（１＋ｘｆ）ｈｔ－１
θｆ１－ε（ ）ｈｔ－１＋（１＋θａ－θｆ）

，如果ｈｔ－１＞１／ （１－ε）

１＋ｘｆ
１＋θａ

ｈｔ－１，否则
烅

烄

烆

（１３）

　　ｘｔ＝
θｆ１－ε（ ）ｈｔ－１－θｆ＋θａ，如果ｈｔ－１＞１／ （１－ε）

θａ，否则
烅
烄

烆
（１４）

由上式可知，ｈｔ可以由 （１３）式自行决定；给定ｈｔ，ｘｔ可以由 （１４）式求得。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首先通过 （１３）式求解ｈｔ的动态路径。

首先定义如下函数：

　　ｆ（ｈ）≡
１＋ｘｆ（ ）ｈ

θｆ１－ε（ ）ｈ＋ （１＋θａ－θｆ）
，ｇ （ｈ）≡

１＋ｘｆ
１＋θａ

ｈ

由此，（１３）式可以写成：

　　ｈｔ＝
ｆ（ｈｔ－１），如果ｈｔ－１＞１／ （１－ε）

ｇ （ｈｔ－１），否则　　　　　　
烅
烄

烆

于是，给定ｈｔ－１，ｈｔ的完整映射 （表达）是由一段直线ｇ（ｈ）加上一段曲线ｆ（ｈ）

组成。在图５中，我们对ｆ（ｈ）和ｇ（ｈ）进行了描述，其中的虚线部分为ｆ（ｈ）和ｇ
（ｈ）的自然延伸，并不代表给定ｈｔ－１时ｈｔ的映射。需要说明的是，取决于θａ＜ｘｆ是否成
立，我们分别得到ｆ（ｈ）和ｇ（ｈ）各两条，从而得到ｈｔ的两个完整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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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ｈｔ的稳定状态

我们首先考察θａ＜ｘｆ所对应的映射。显然，其与４５度线的交点有两个，一个为

原点０，另一个为Ｅ点。由此，所对应的稳定状态为０和ｈ２，很容易求得：

　　ｈ２＝
１
１－ε

＋
ｘｆ－θａ
θｆ （１－ε）

（１５）

显然，在θａ＜ｘｆ条件下，ｈ２＞１。

接下来，我们考察θａ＞ｘｆ所对应的映射。显然，其与４５度线的交点只有一个，

即原点，所对应的稳定状态为０。

图６和图７分别给出了当θａ＜ｘｆ和θａ＞ｘｆ时，ｈｔ的动态路径。

　　　　图６　θａ＜ｘｆ时ｈｔ的动态路径　　　　　　　　　　　图７　θａ＞ｘｆ时ｈｔ的动态路径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因此，ｈｔ的初始值ｈ０相对较大，这在图

中体现为ｈ０位于图的右边。可以看到，当θａ＜ｘｆ时，ｈｔ将趋于ｈ２ （见图６）；而当θａ＞
ｘｆ时，ｈｔ将趋于０ （见图７）。

给定ｈｔ的动态路径，我们现在讨论ｘｔ。已经知道，如果θａ＜ｘｆ，则ｈｔ→ｈ２，从而由

（１４）式可知，ｘｔ→θｆ１－ε（ ）ｈ２－θｆ＋θａ。将 （１５）式中的ｈ２代入，我们发现，θｆ１－ε（ ）ｈ２－

θｆ＋θａ＝ｘｆ，即ｘｔ→ｘｆ。而当θａ＞ｘｆ时，（１４）式告诉我们，ｘｔ→θａ。由此，命题１得证。

〔责任编辑：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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